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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
物标本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亚洲第二的
标本库。12万余号藏品和一个个科学问题破
解的背后，是四代学者 80余年的坚守。近日，
本报特邀请该标本馆馆长王斌，讲述这段薪
火相传的治学历程。

2025年，董宇辉（右）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检查插入件真空烘烤进度。 高能所供图

人物2026年 6月 4日 星期四
主编 /李芸 编辑 /沈春蕾 校对 /何工劳、肖园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看“圈”

细察蛙蟾，四代学者 80余年的坚守
姻王斌

1938年 6月至 9月，刚从苏州西迁至华西
协合大学的刘承钊教授，组织了到达成都后的第
一次野外科考，于峨眉山采集了约 10种 500余
号标本。

这批标本成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最初的收藏。此后，经四代
学者 80余年的接续积累，如今馆藏已有 12万余
号，覆盖我国已知两栖爬行动物种类的 80%以
上，并且标本资源每年仍以约 1000号的速度持
续增长。

馆藏标本中，九成以上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自主采集。这其中，也流淌
着从刘承钊先生到费梁先生，再到我的导师江建
平老师以及我这四代专注于两栖动物分类、生态
与进化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心血。这一脉相承的工
作，不仅建立了系统、全面的两栖动物“国情报
告”，也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贡献了关键
科学依据。

言传身教把科研做实

我第一次出野外，就是和江建平老师一起，
前往山西中条山一带寻找太行隆肛蛙。首要的工
作，是捞河溪边水草处聚集的隆肛蛙蝌蚪。

原想着一手支着网，往水草底下顺势一捞，就
有收获，谁承想操作方法其实很有讲究。江老师告
诉我，有经验的人会先用棍子从水底前面轻轻搅
动，再下网。很多人没掌握诀窍，捞不到东西，就认
为这个地方没有目标物种，从而错失机会。

不同物种即使生活在同一条溪流中，习性
也各不相同。有的蛙会在繁殖季节把卵产在石
头底下，并守护一段时间，等卵孵化成蝌蚪后
再离开，而有的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护卵行为，

所以要注意区分。
一路上，我们跋山涉水、驻扎安营，举目观察

后再弯腰细寻。每到一处，江老师就会给我讲解
标本采集的要领。从前，费梁先生带着他出野外
时，也是这样指导的。而费梁先生则是由刘承钊
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代代人传帮带，经验不
断积累。

做好笔记是野外科考中重要的工作之一。在
标本馆里，陈列了刘承钊先生留下的科考笔记，以
示后人。其中，可以看到他详细记录了每个物种的
各项测量数值，包括头长、尾长、体长等。

当时的记录非常详尽，因为对于早期研究而
言，数据差异往往是判断分类的重要依据。刘承
钊先生的记录不仅标准化程度高，字迹也漂亮，
英文手写体就如印刷的一样。

刘承钊先生身边还曾跟着一位叫王宜生的绘
图员，在相机还不普及的年代，他的画笔发挥了大
作用。画中物种多大、形态如何、颜色怎样，甚至背
上出现的疣粒，都和实际观察到的分毫不差。

到了费梁先生这一代，野外记录有了专门的
表格式记录本，同样详细描述了物种的特征、生
态习性等。他习惯用铅笔做记录，一是因为洒了
水或福尔马林不容易洇散，二是写错了便于擦
改。直到现在，我们在标本标签上写采集号和地
点时，仍常用铅笔。

不过，我们现在使用的野外采集记录表更加
体系化。以样线法为例，会有规范的样方表格，填报
基本信息与过去一致，但内容更精练、指标更明确。

正是在前人的积累和总结下，我们逐步建立
和完善了野外调查分类指标体系。比如，森林要
区分为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等，并记录 pH值、温湿度、人类活动痕迹
等。在野外这些内容大多需要手填。

采集到物种标本后，科研人员一般会测量物
种的大约 20个特征。随着研究需要，现在已经增
加到 40多个，还要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内部结构
和解剖特征。

可能有人会问，前人将物种相关信息采集得
足够仔细，是否可以沿用他们的数据作为标准？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
物种，不同年代的标本也可能有差异。

如果物种个体变小，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实际
测量后去捕捉这些变化，并加以研究，因为这种

小型化胁迫力很可能来自气候的变化。
代代相传的不仅是经验和方法，还有对每一

个数据严谨求实的态度。

创新发展把科研做深

几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既有对前人遗留问题
的解决，也有不断地创新发展。

1940年，刘承钊先生在雅安宝兴采到宝兴
齿蟾。时隔 8年，他在彭州龙门山一带采到与宝
兴齿蟾形态相似但又有所差异的标本。是否为同
一物种，他持怀疑态度。

此后数十年间，学者们陆续积累了一些零星
标本，却始终未能从分类学上将龙门山种群与宝
兴齿蟾明确分开。费梁先生当年做齿蟾属修订
时，重点关注的是类群的分布，没有把龙门山发
现的齿蟾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新物种，仍将其视为
宝兴齿蟾的一个地理种群。

直到 2016、2017年，江建平老师再次采到一
只龙门山个体后，该物种的分类问题才再次得到
重视。但我们又面临一个难题：早期宝兴齿蟾标
本都用福尔马林浸泡，无法提取 DNA，必须重新
采集活体材料。

于是团队多次前往宝兴采集新鲜标本。随后
又花了两三年时间，跑遍龙门山的沟谷，寻找当
地的齿蟾标本。

2018年，当凑够了研究所需要的标本量后，
我们在做传统形态测量的同时，还引入了分子系
统学方法进行比对，终于证实分布在龙门山的齿
蟾与宝兴齿蟾并非同一物种。2020年，这一新种
被正式命名为“龙门山齿蟾”。

从刘承钊先生的野外发现，到费梁先生的类
群整理，再到江建平老师以及我这一代的野外监
测与分子验证，四代人的努力终于让那张写满疑
问的手绘图有了科学的定论。

一个科学问题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来
解决，是因为的确需要反复考证，同时受限于
技术手段，有的争议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论。
而我们这一代掌握了更先进的研究方法，有条
件去了却前辈留下的遗憾，并有理由将科学研
究做得更深入。

我们正着手的红点齿蟾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红点齿蟾是一种“半洞穴”两栖物种，在洞穴内的

溪流中产卵，蝌蚪也在此发育，长大后则多在傍
晚去洞外活动。

洞穴中光照不足、食物匮乏，红点齿蟾蝌蚪
演化出了两个显著特征：身体透明、没有色素沉
积，还极其“能吃”，以此应对低营养环境。在如此
“艰苦”的条件下，它们仍然长得肥硕，甚至出现
脂肪肝。

红点齿蟾最早在贵州遵义被发现并描述为
新种，后来科考人员确认它在喀斯特洞穴中广泛
分布。费梁等前辈也曾多次在重庆等地采集到该
物种，并注意到了它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受限于
研究条件，未能深入探究其适应机制。

如今，我们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分析了洞内与
洞外蝌蚪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发现洞内蝌蚪的肠
道微生物群含有能分解纤维素的菌群，帮助蝌蚪
吸收原本无法利用的能量。

基于转录组和比较基因组学分析，我们揭示
了红点齿蟾在遗传上存在特殊的光诱导调控机
制，从无光环境进入有光环境后，它能快速变黑，
速度远超其他物种。

这些机制不仅具有进化生物学意义，还可能
为人类疾病研究提供启示。我想，将基础研究转
化为应用潜能，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科研人员面向
“十五五”的重要使命与努力方向。

例如，光诱导基因的调控机制或可为某些光
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思路，而红点齿蟾在低营养
条件下形成脂肪肝却依然健康的代谢特征，可能
为人类脂肪肝和肝病找到新的药物靶点。

我们四代人细察蛙蟾 80余年，始终怀揣着
同一个信念，以基础研究解开自然之谜，以应用
转化服务人民健康与国家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杨晨采访整理）

董宇辉：站在“无人区”，想太多没有用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在北京怀柔，有一个名叫“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的大科学装置，它可以发出极亮的 X射线，
比太阳还亮 1万亿倍。这台科研利器，能为科学
家“照清”物质的极微观结构。

作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的常务副总指
挥，董宇辉的工作之一就是建设光束线站，为科
学家调出他们最需要的光。

5月 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董宇辉
获得了 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北
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北京市科协联合市委
宣传部等部门遴选产生。他感慨：“几代人努力
了几十年，我不过是替大家领取了这份荣誉。”

从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上增建出第一代光源———北京同步辐射装
置，到 2025年建成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
光源，中国的同步辐射光源技术已经从“跟跑”
变成“领跑”。

如今，在技术“无人区”里已没有经验可借
鉴，但董宇辉丝毫不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没
啥可慌的。”

点亮“超级放大镜”

同步辐射光，被科学家称为“超级放大
镜”。董宇辉打了个比方：“就像放大镜能放大
物体，我们用 X 光做探针，能看清材料的原
子结构。”

从航空发动机叶片到锂电池，从病毒蛋白
到创新药物，都离不开这台“超级放大镜”。

中国同步辐射事业起步于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上的北京同步辐射装置。那是我国第一代
同步辐射光源。

2000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时任
所长陈和生提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
造方案，其中包括建一个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
验站。正在意大利做访问学者的董宇辉接到恩
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冼鼎昌的电话：“我们希望你
能回国做这件事。”

彼时，随着国际同步辐射大分子解析手段
越来越强，我国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研究已经明
显落后于国际发展潮流。国内科研人员想做蛋
白质结构分析，必须把样品拿到国外去。冼鼎昌
曾愧疚地说：“我们欠生物学家一个情。”
“国家有需要，我就回来。”董宇辉跟冼鼎

昌说。
之后，30岁出头的董宇辉成为我国第一个

同步辐射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的负责人。
要建好这个实验站，必须知道生物学家

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于是，学金属材料出身
的董宇辉边学边干，每天“像读小说一样读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的
教科书”。
“我必须了解所有细节，才能做出正确判

断。想不到的细节总会发生，但了解了就能解
决。”董宇辉说。

2002 年，实验站试运行成功，我国第一次
用自己的同步辐射设备采集到蛋白质晶体完
整、成套的衍射数据。

在这一过程中，董宇辉首创的蛋白结构解
析方法“相位迭代法”，被美国物理学会同行评
价为“相位解析问题上的重要进展”。此外，他还
发明了对参与衍射的蛋白质晶体尺寸进行校正
的方法，推动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应用于晶体
结构解析。

挺进技术“无人区”

2008 年，董宇辉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设
想：在北京建设性能更高的同步辐射光源。
他至今记得，他代表团队第一次公开报告

这一想法时，演示文稿的第一页上写着“2008
年 3月 1日”。

当时，作为第三代光源的上海光源还没有
完全建成，国际同行质疑：“你们行吗？”董宇辉
答：“我们知道技术方向，无非就是要花点时间
把它做出来。”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第三代在亮度、

相干性等核心指标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如果

将第三代光源比作“高清显微镜”，那么第四代
就是“超高速超清摄像机”，能将 X光聚焦到纳
米尺度，在皮秒级的时间分辨率下捕捉原子分
子的动态变化，让科学家直接“看见”化学反应
如何发生、材料如何断裂、蛋白质如何折叠。这
种能力在航空发动机叶片检测、新药研发、固态
电池机理研究等领域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技术
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

从那天起，董宇辉就和团队成员一起踏上
了为期 11年的论证之路。这条路的终点就是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

2019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确定建设的十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正式开工建设。光源装置主要由加速器、光
束线站两大部分构成，可容纳不少于 90条高性
能光束线站，一期建设 14条用户光束线站和 1
条测试线站。

作为光束线站建设的负责人，董宇辉最操
心的是硬 X射线纳米探针线站。这个线站要把
X光聚焦到纳米尺度。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经
过大量研究、反复讨论和技术研发，最终他们从
多个方案中探索出最优路径。

另一个技术瓶颈来自硬 X射线相干散射线
站。它要求 X光在通过光学元件后，光波“队形”
保持整齐、不能散乱。当时，中国连一束用来检验

光学元件性能的标准相干光源都没有。于是，董
宇辉带着团队先从理论上明确 X光“队形”测量
的相关参数，自行设计制造测量装置，再用特性
已知的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作为测试源，反复验证
测量方法的准确性。通过大量实验掌握规律，他
们成功制造出符合要求的光学元件。

历时 6年多的攻关建设，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于 2025年 12月 3日启动试运行，成为全球
设计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

有人问董宇辉：“有没有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想了想说：“这么大一个工程，几十亿的投资，
不允许焦头烂额。我们论证了 11年，把所有细
节想清楚才动工。我们知道它会出什么‘幺蛾
子’，也想好了替代方案，A路线不行走 B路线，
B路线不行还有 C路线。”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今年 3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启动首轮课
题征集，正式开放运行。董宇辉忙得像个陀螺，
不仅要让装置尽最大可能服务国家需求，还要
紧盯发展前沿，规划下一批光束线站的建设。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的设计容量是
90条线站，这些线站将分批建完。“一个光源的
运行寿命至少 30年，我们很难预料 5年、10年
后科技领域会遇到什么新挑战，所以我们分批
建设线站，这样才能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董宇辉说。

如今，正在规划之中的第二批光束线站瞄
准的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新需求。“2019年动工
时我们没料想到芯片领域的博弈会如此激烈，
目前芯片检测平台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之一。”董宇辉说。

最近，他还在带领团队分析航空发动机、固
态电池、新一代能源技术、常温超导等领域的技
术平台需求。为了跟上需求，董宇辉保持着不断
学习的习惯，“做科研永远要学新东西，大学那
点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所占分量其实很少”。

回顾自己参与同步辐射光源建设的这些
年，董宇辉感慨：“我们以前总跟着别人走，人家
做什么，我们就跟在后面学着做。现在，我们领
先了，领先就意味着前面没有路。没有路，也没
啥可慌的，只要清楚技术路线和目标，接下来该
走就走、该爬就爬。”

这符合他“不会想太多”的风格。当年，从
意大利回国时，他没多想；跨界学生物时，他
没多想；攻关纳米聚焦、相干散射光学器件
时，他也没多想。遇到复杂情况时，他说自己
“判断做与不做的准绳只是六个字———于国
于民有利”。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站在‘无人区’，想太

多没有用。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问题，才能知
道接下来该怎么走。”董宇辉说。

编者按

近日，2026年邵逸夫奖揭晓。生
命科学及医学奖平均颁予中国科学
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终身教授陈竺，法国巴斯德研
究院荣休教授安妮·德尚及法国法兰
西公学院细胞与分子肿瘤学讲席教
授戴宇阁。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侵
袭性血液癌症，三位获奖者通过一系列
研究，共同阐明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的分子基础，并开创了协同标靶治疗
方案，令这种疾病从最致命的癌症行
列，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目
前，该疗法也是治疗人类癌症最有效的
标靶疗法之一，治愈率超过 90%。

邵逸夫奖于 2002年设立，每年颁
发一次，每项奖金为 120万美元。陈省
身、吴文俊和丘成桐三位华人学者曾获
邵逸夫数学奖。吴文俊也是邵逸夫奖设
立以来的第一位中国籍得主，陈竺成为
第二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学者。

陈竺

获2026年邵逸夫奖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站在“无人区”，想太多没有用。
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问题，才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

1982年 3月，费梁在贵州江口县梵净
山考察。

王斌在野外。
1940年，刘承钊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鹰岩供图

江建平在野外。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提供

沈南鹏

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资3亿元

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30
周年之际，1985级首届教改试点班杰
出校友、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向母校捐资 3 亿元，设立“红
杉书院建设基金”，助力母校教育事
业发展。

沈南鹏，1967 年 1 月出生于浙江
省海宁市，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应用数学专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耶鲁大学求学，先后任职于花旗银
行、雷曼兄弟和德意志银行，并在
1999年和 2002年分别联合创立携程
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2005 年 8
月，沈南鹏担任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
始合伙人，开启投资生涯。

红杉书院聚焦本科阶段拔尖学生
培养，设立“红杉学子计划”，面向具有
卓越潜质、创新精神和远大志向的青年
学生，突破传统专业边界，实施“一生一
策”个性化培养。


